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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户种养结合模式采纳决策的驱动机制与收入效应分析

曹 静  徐家鹏  闫振宇* 曹慧敏  王芳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为揭示养殖户种养结合行为决策机理，提升其种养结合内生动力，本研究基于对陕西省 316 位生猪养殖户

的实地调研，采用 Triple-Hurdle 模型实证检验了养殖户种养结合模式采纳决策的影响因素，并对种养结合模式的

收入效应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90. 5% 的受访养殖户愿意采纳种养结合模式，但采纳率仅为 40. 8%，平均种养结

合程度为 0. 236。2）养殖户种养结合模式采纳决策受经济预期与环境规制的综合影响，经济预期正向影响养殖户

的采纳决策，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经济预期的交互作用对采纳决策的影响存在差异。3）种养结合模式对养殖户

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反事实情境下，对于实际采纳该模式的养殖户，若其未采纳，其收入将平均降低  4. 5%；

对于实际未采纳该模式的养殖户，若采纳，收入可平均提升 6. 8%。本研究为破解养殖户种养结合模式采纳困境、

优化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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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farmers’ crop-livestock integration（CLI） behaviors 

and enhance their motivation of CLI， based on field surveys of 316 pig farmers in Shaanxi Province， this study 

employs a Triple-Hurdle model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farmers’ adoption decisions 

regarding CLI and evaluates the income effects of this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90. 5% of farmers are 

willing to adopt CLI， but the actual adoption rate are 40. 8%， with an average integration degree of 0. 236.  

2） Farmers’ CLI adoption decisions are jointly influenced by economic expect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Economic expectations significantly promote adoption decisions， but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economic expectations on adoption decisions vary.  3） The CLI 

model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pig farmers.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shows that for 

farmers who actually adopted CLI， assuming they do not adopt it， their average income would decrease by 

4. 5%.  Conversely， their average income would increase by 6. 8%.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for overcoming the dilemma of farmer adoption of CLI and optimizing policies for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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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养结合是种植业和养殖业紧密衔接的生态

农业模式，是将畜禽养殖产生的粪污作为种植业的

肥料来源，而种植业为养殖业提供饲料，并消纳养

殖业废弃物，使物质和能量在动植物之间进行转换

的循环式农业。该农业生产模式不仅能产出多样

化的农产品，增强农业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1］、

减少化肥农药投入［2］；还可有效缓解农业现代化进

程中的森林砍伐、面源污染及温室气体排放等环境

压力，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3］。种养结合对土壤

的影响最为突出，可提高土壤活性碳氮，提高土壤

有机碳、氮的矿化速率，增加农田系统固碳量［4］，改

善土壤理化性质，从而提高农产品品质［5］。

尽管种养结合模式优势显著，但在农业专业

化、规模化发展的浪潮中，我国的农业生产体系却

出现了普遍的种养分离趋势［6］。根据农业农村部固

定观察点数据显示，1986—2017 年，我国农村种养

结合的家庭比例从 71% 大幅降至 12%，仅从事种植

的家庭从 26% 增加到 57%［7］。全国超过 70% 的农

业园区仅从事单一的种植业或养殖业。尽管部分

园区同时涉及种植和养殖，但大多数难以实现两者

的有效衔接和协调发展［8］。种养分离增加了畜禽粪

便还田的难度，造成粪肥资源浪费，同时，对生态环

境产生巨大压力；在种植业中对化肥的过度依赖和

滥用，破坏了土壤结构、抑制土壤微生物活性，削弱

土壤的可持续生产能力［9-11］。根据农业农村部数

据，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仅为 4. 76 等，中低等耕

地面积超过 68%［12］，中国 26% 的耕地土壤有机质含

量不到 1%，棕壤、褐土和黑钙土等类型的有机质水

平仅为欧洲同类型土壤的一半［13］。扭转种养分离

趋势、有效推广种养结合模式，关键在于引导微观

农业经营主体的采纳决策。

农户既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其行为具有

多重目标属性。根据舒尔茨的“理性小农”概念，经

济动机是农户行为逻辑的起点，也是采纳种养结合

模式的关键。Han 等［14］认为，经济预期促进了农户

对种养结合模式的采纳行为；杨兴杰等［15］则认为由

于技术损失的存在，种养结合模式的成本节约效应

不显著，较低的经济预期抑制了农户的种养结合采

纳行为。Bell等［16］发现经济预期对农户种养结合采

纳决策影响也存在自身禀赋特征异质性。环境规

制构成了农户行为决策的重要外部压力，有助于克

服技术和财务障碍，为农户采纳决策提供激励［17］。

环境规制具有多维度特征，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

农户种养结合采纳决策的影响不同［18］。约束型环

境规制通过纠正农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进而

促进稻虾共作模式采纳［19］；引导型环境规制通过政

府宣传和教育促进了农户采纳种养结合［20］；而激励

型环境规制的长期利益与农户短期利益的失衡，表

现出“相对制度无效”，倾向于阻碍农户的绿色生产

行为［21］。进一步地，学者们关注经济预期和环境规

制的交互作用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环境规

制通过改变农户的经济认知来推动农户的绿色生

产行为［22］；政府激励和农户的经济预期相辅相成，

鼓励生态农业技术的采纳［15］。关于种养结合模式

的收入效应存在较大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种养

结合农场经营的多样性会对其效率有正向影响［23］，

不仅可以通过节约饲料成本提高农户收入，还具有

缓 解 环 境 风 险 的 效 益［16］，是 一 种 理 想 的 经 营 模

式［24］。但也有学者认为，种养结合模式在经济上不

具备显著优势，多元化经营程度的提升对农场的管

理提出更高要求，如果管理水平无法相应提升，管

理效率可能下降。此外，多元化经营增强资产专用

性，降低资产使用的规模效应，导致家庭农场效率

损失［25］。种养结合模式使农户同时暴露于种植业

和养殖业的双重技术风险与市场风险之下。种植

业和养殖业任一环节出现问题（如疫病、气候灾害

等），均会通过系统内部的物质与能量链接引发连

锁反应，放大整体经营风险［26］。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分别从经济预期、环境规

制的独立视角，对农户的种养结合采纳行为进行了

探讨，为本文提供了参考，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

间。其一，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将经济预期、环境规

制一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另一方作为控制变量的

分析策略，识别了经济预期或环境规制对农户种养

结合采纳行为的独立影响。部分研究关注经济预

期与环境规制的互动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但对于这种交互效应在农户的多阶段决策过程中

如何动态演变，是一个尚未被深入揭示的“黑箱”。

其二，现有研究多从种植户的种养结合采纳决策入

手。然而，考虑到中国农民每家每户都有一亩三分

地的现实、养殖的专业性以及处理畜禽粪污的政策

与成本压力， 决定养殖户采纳种养结合模式的可能

性更高。其三，在实证测量方面，对种养结合程度

的科学量化仍存在挑战。本研究将依据其核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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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构建精确的量化指标。其四，关于种养结合模

式收入效应的研究结论存在争议，揭示了其收入效

应评价的复杂性与条件依赖性。此外，受某些无法

观测变量的影响，养殖户“自选择”引起的样本选择

偏差与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收入效应的估计结果

失真。

因此，本研究以生猪养殖户为研究对象，基于

316 份微观样本数据，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

一是研究视角上，本研究聚焦于生猪养殖户，旨在

深化对养殖户种养结合采纳决策过程中内在动力

与外部压力作用机制的理论理解，以及对采纳阶段

异质性的探索；二是研究方法上，在科学量化种养

结合程度基础上，利用 Triple-Hurdle 模型剖析养殖

户在“意愿-行为-程度”3 个阶段的采纳决策及其影

响因素；进而，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精准评估种

养结合模式的收入效应。本研究有助于阐明生猪

养殖户的多阶段采纳决策，更能从因果识别层面准

确评估决策的经济价值，为政府设计精准有效的环

境规制政策、促进种养结合模式推广提供重要的实

证依据和政策启示。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1　经济预期、环境规制对养殖户种养结合模式

采纳决策的直接影响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个体的行为意向受其行为

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共同影响，并最终

影响实际行为。在本研究情境下，基于“理性人”假

说，养殖户对采纳种养结合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

的积极预期，是构成其积极采纳决策的核心维度与

关键基础［27］。首先，种养结合模式通过种植 -养殖

系统闭环实现双向增值：作物残渣饲料化降低外购

成本，粪肥还田替代化肥并提升地力。其次，经济

预期影响养殖户对自身能力的判断，高收益预期激

励养殖户投入更多资源（资金、劳动力）去克服采纳

过程中的技术、管理障碍，增强其感知的行为控制

力。相反，若预期收益模糊或偏低，即使模式本身

有价值，养殖户也可能因感知风险高、回报不确定

而缺乏动力。此外，当邻里因采纳种养结合获得可

观经济效益时，会形成示范效应和社会压力，进一

步强化个体的经济预期判断。据此，提出假说：

H1a：经济预期对养殖户的种养结合采纳决策

有显著正向影响。

畜禽粪便污染是典型的负外部性问题，但由于

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其产权难以界定，仅依靠市场

机制难以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自上而下”的环境

规制作为政府干预的有效方法，能通过补贴、监管和

处罚等方式，调节养殖户的经济预期，促使其生产决

策趋向经济高效与环境友好。引导型环境规制通过

技术培训、信息传递、示范型种养结合农场宣传等

“软性”工具，作用于养殖户的认知结构与主观规范。

通过普及种养结合模式的长期经济效益与生态价

值，并提供可靠的技术指导，修正养殖户的传统认知

偏差，内化其环境责任，激发其采纳意愿，使行为从

“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寻求”。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

提供补贴、税收减免、信贷优惠等工具，改变采纳种

养结合模式的相对价格与成本收益结构。例如，对

建设粪污处理设施或购买还田设备的养殖户提供财

政补贴，能够有效分摊其转型成本，提升该模式的财

务吸引力。约束型环境规制通过设立畜禽养殖污染

物排放标准、禁养区划定、化肥农药减量等规制，明

确农业生产行为的底线，提高其违规成本，将环境污

染的负外部性内化为养殖户必须承担的成本与经营

风险。一旦违规，养殖户将面临罚款、限产乃至关停

等实质性惩罚，促使其为规避惩罚而采纳种养结合

模式。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H1b：引导型环境规制对养殖户的种养结合采

纳决策有显著正向影响。

H1c：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养殖户的种养结合采

纳决策有显著正向影响。

H1d：约束型环境规制对养殖户的种养结合采

纳决策有显著正向影响。

1. 2　环境规制类型的差异化调节效应

引导型环境规制通过对种养结合模式的技术

培训与效益宣传双向修正认知偏差，既量化长期收

益数据，将模糊预期转化为可决策参数，又降低技

术应用门槛，从而优化养殖户对种养结合模式的经

济性的自主评估［28］。然而，政府主导的效益宣传与

技术推广，在养殖户对种养结合模式易用性感知不

高的条件下，占用了养殖户的时间与人力动员成

本，占用过度则会引起养殖户的抵触心理，反而使

得养殖户不愿采纳种养结合模式［21］。激励型环境

规制以补贴、税收减免等工具分担转型成本，补偿

预期收益损失，短期内增强养殖户的种养结合模式

采纳意愿。然而，根据动机挤出理论，外部经济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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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可能“挤出”个体的内在动机。当政府补贴介入

时，养殖户的决策参照从种养结合模式长期盈利窄

化为对短期政策补贴的追逐，导致政策退出后行为

不可持续。约束型环境规制通过设立畜禽养殖污

染物排放标准、划定禁养区、要求化肥农药减量投

入等规制，不仅界定了养殖户行为底线，更向市场

释放了关于种养结合模式未来发展方向与政策风

险的可信承诺。根据信号理论，这种强信号能有效

降低养殖户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使其对长期投资

形成稳定预期。当积极的经济预期与清晰的合规

路径相结合时，养殖户的决策逻辑整合了内在的

“经济预期”与外部的“合规安全”，二者协同，共同

强化了其对长期生产转型的承诺。因此，约束型环

境规制会增强经济预期对种养结合模式采纳决策

的驱动作用。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H2a：引导型环境规制负向调节经济预期与种

养结合模式采纳决策之间的关系。

H2b：激励型环境规制负向调节经济预期与种

养结合模式采纳决策之间的关系。

H2c：约束型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经济预期与种

养结合模式采纳决策之间的关系。

1. 3　种养结合模式的收入效应

种养结合模式通过整合作物与牲畜系统，能

够创造显著的经济效益。范围经济理论指出，该

模式通过在作物与畜牧活动间共享设施、机械与

管理资源，有效摊薄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29］，其核

心优势在于构建内部资源循环［30］。此外，产品多

元化有助于农场应对单一农产品市场波动，依靠

多样化收入增强系统经济韧性［31］。然而，该模式

亦面临经济挑战。由专业化农场向种养结合模式

转型通常需要高昂的初始投资与持续运营成本

（如专用设备、围栏与畜舍），短期内可能严重挤压

利润［32］。系统内部亦存在资源权衡问题，例如将

土地从高价值经济作物转向饲草生产，可能牺牲

即时现金收入，产生可观的机会成本［33］。此外，其

内部循环的效益具有情境脆弱性，当遭遇不利外

部市场条件如饲料价格飙升、畜产品价格低迷时，

节本收益可能被完全抵消［30］。研究表明，尽管种

养结合模式在长期平均利润方面可与专业化生产

相当，但其生产成本与年际利润波动通常更高，因

而对风险厌恶型经营者吸引力较低［34］。据此，提

出假说：

H3：种养结合模式对生猪养殖户收入有显著影

响，但是方向不确定。

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2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2.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2 年 6—7 月在

陕西省对生猪养殖户的实地调查。采取分层随机

抽样的方式保证抽样的科学性和代表性。首先，

根据生猪出栏量和种养结合比例等条件，最终选

取了西乡县、澄城县、汉滨区、城固县和淳化县作

图 1　生猪养殖户种养结合决策与收入效应理论分析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pig farmers’ decision-making and income effect of crop-livestock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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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样本县；再依据生猪养殖户数量，从各县排名前

50% 的乡（镇）中随机选取 2~3 个乡（镇），按照不

同养殖规模从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 10~20 个生

猪养殖户主（养殖场负责人）作为问卷调查对象。

在当地畜牧部门的协助下，主要采用“一对一”访

谈的方式，对养殖场主或具有生产经营决策权的

养殖户进行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受访者家庭基本

情况、养殖成本收益情况、养殖场种养结合情况、

粪污资源化利用意愿及行为、生猪养殖高质量发

展 适 应 行 为 等 。 本 次 调 查 最 终 获 得 有 效 问 卷

316 份 ，样 本 有 效 率 为 96. 34%。 样 本 分 布 情 况

见表 1。

2. 2　模型构建

2. 2. 1　Triple-Hurdle 模型

关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决策过程，学者们大

多聚焦于单一阶段的采纳意愿或采纳行为研究［35］。

部分研究者认为农户的采纳决策是一个连续过程，

因此将采纳意愿与采纳行为结合开展研究［36］。然

而，农户的意愿与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偏差：具有采

纳意愿的个体未必最终实施该行为［37］，这将导致对

不同采纳阶段农户样本选择的偏误。针对样本选

择 性 偏 差 问 题 ，通 常 采 用 Heckman 两 阶 段 或

Double-Hurdle 模型进行拟合，但二者仅适用于两阶

段决策分析。为深入探究农户行为的多阶段决策

过程，学者们将 Double-Hurdle 模型拓展为 Triple-
Hurdle 模型，并已在农户市场决策及草地社区治理

等研究领域得到成功应用［38-39］。基于此，本研究借

鉴上述方法，建立 Triple-Hurdle 模型分析生猪养殖

户对种养结合模式采纳决策过程。具体而言：

本研究首先调查了养殖户在第一阶段是否有

种养结合意愿，以及在第二阶段是否有种养结合采

纳行为，并构建以下模型：

Y *
it = αX 1i + υ1i （1）

Y 1i =ì
í
î

1,Y *
1i > 0

0,Y *
1i ≤ 0

（2）

Y *
2i = βX 2i + υ2i （3）

Y 2i =ì
í
î

1,Y *
2i > 0

0,Y *
2i ≤ 0

（4）

式（1）是选择方程，Y 1i 指养殖户种养结合模式

的采纳意愿，公式（3）是结果方程，Y 2i 代表养殖户种

养结合的采纳行为，其样本选择机制为：当且仅当

Y 1i = 1，Y 2i 才能被观测到。Y *
1i 和 Y *

2i 代表对应的潜

变量；i 代表第 i 个养殖户；X 1i 代表影响养殖户采纳

意愿的一组自变量；X 2i 代表影响养殖户采纳行为的

一组自变量；α 和 β 代表对应方程的待估系数；υ1i 和

υ2i 分别代表方程的残差，且 corr ( υ1i，υ2i )= ρ。为保

证式（1）的可识别性，式（1）中至少含有一个不在

（3）式中出现的自变量 m 1i，且 m 1i 理论上对 Y 1i 有直

接影响，但对 Y 2i 没有直接影响，m 1i 被称为排除性限

制变量。根据（1）~（4）式和样本选择机制，建立相

应的无条件概率模型：

Pr ob [ Y 1i = 1|X 1i ]= φ ( αX 1i ) （5）
Pr ob [ Y 2i = 1,Y 1i = 1|X 1i,X 2i ]=

φ ( αX 1i ) φ ( βX 2i ) （6）
式（5）代表养殖户愿意采纳种养结合模式的概

率模型；式（6）为愿意采纳种养结合模式的养殖户

采纳了种养结合模式的概率模型；φ (⋅)代表标准正

态分布的累计函数。用 Pr obit模型估计式（6），得到

m 1i 的估计系数 ζ1，如果 m 1i 显著，则适合做排除性限

制变量。基于式（5）的回归结果构造逆米尔斯比率

（Inverse mill’s ratio，IMR），将 IMR 作为控制变量

与其他解释变量一起代入式（6）进行回归，得到的

逆米尔斯比率系数 ρ̂。进一步，养殖户种养结合程

度可以构建如下模型：

Y *
3i = γX 3i + υ3i （7）

表 1　调研样本区域分布情况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urvey sample areas

市

City

样本县

Sample county
数量/份
Quantity

汉中市

Hanzhong City

西乡县

56

城固县

64

安康市

Ankang Cty

汉滨区

74

渭南市

Weinan City

澄城县

62

咸阳市

Xianyang City

淳化县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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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3i =ì
í
î

1,Y *
2i > 0

0,Y *
2i ≤ 0

（8）

E (Y 3i |Y 3i > 0,X 3i )= γX 3i + δϑ ( γX 3i /δ ) （9）
（7）~（9）式中，Y 3i 为养殖户对种养结合模式的

种养结合程度，Y *
3i 对应潜变量，X 3i 为影响养殖户种

养结合程度的一组自变量，γ 是待估系数，υ3i 为方程

式残差。E (⋅)代表条件期望，ϑ (⋅)= ϕ (⋅) /φ (⋅)，ϕ (⋅)表
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δ 为截断正

态分布的标准差。整合以上方程，对每个农户 i，可
建立 Triple-Hurdle 模型的似然函数：

f (Y 1i,Y 2i,Y 3i |α,β,γ,δ )=[ 1 - φ ( αX 1i ) ]I (Y 1i = 0 ) [ φ ( αX 1i )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ê

ê

φ ( βX 2i )
ϕ ( Y 3i - γX 3i

δ
)

δ

ù

û

ú

ú

ú
úú
ú

ú

ú
I (Y 2i = 1 )ü

ý

þ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I (Y 1i = 1 ) （10）

式中：I (⋅)为示性函数，若括号里的表达式成立取值

为 1；反之，取值为 0。
2. 2. 2　内生转换回归模型

上述 Triple-Hurdle 模型描述了养殖户对种养

结合模式“意愿-行为-程度”的递进式决策过程。为

评估决策行为的经济回报，并纠正由不可观测因素

导致的“自选择”偏误，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内生转换

回归模型（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model， 
ESRM）来估计种养结合模式的净收入效应。养殖

户 i的收入效应模型如下：

yi = ωA i + δxi + εi （11）
式中：yi 为养殖户收入，A i 是养殖户种养结合采纳决

策虚拟变量（A i = 1 为养殖户采纳种养结合模式；

A i = 0 代表养殖户未采纳种养结合模式），xi 是影响

养殖户收入的自变量，ω 和 δ 是待估参数，εi 为随机

误差项。内生转换模型分为 2 个阶段：选择方程

（12）和结果方程（13）和（14）：
A i = ηZi + μi （12）

yi1 = θi1 x *
i1 + εi1,A i = 1 （13）

yi0 = θi0 x *
i0 + εi0,A i = 0 （14）

式中：Zi 为影响养殖户种养结合采纳行为的自变

量，y1i，y0i 分别代表采纳养殖户与未采纳者的农业

收入，θi1 和 θi0 是待估系数，εi 同上。若有不可观测

变量同时影响方程（14）~（16），则残差项相关。在

估计式（14）后，计算逆米尔斯比率 ( λ*
i )，并将其引入

式（15）和（16），有如下方程：

yi1 = θi1 x *
i1 + ρμ1 λ*

i1 + εi1,A i = 1 （15）
yi0 = θi0 x *

i0 + ρμ0 λ*
i0 + εi0,A i = 0 （16）

式中：λ*
i1 和 λ*

i0 是由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样本选择性

偏差，τμ0 ( τμ0 = ρμ0 /ρμ0 ρμ )，τμ0 ( τμ0 = ρμ0 /ρμ0 ρμ ) 是选

择方程与结果方程的相关系数。基于内生转换模

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用于反事实分析，以评估种养结

合模式的收入效应。

在事实情境下，采纳种养结合模式的养殖户预

期收入如下：

E [ yi1 |A i = 1 ]= θi1 x *
i1 + ρμ1 λi1 （17）

未采纳种养结合模式的养殖户预期收入如下：

E [ yi0 |A i = 0 ]= θi0 x *
i0 + ρμ0 λi0 （18）

在反事实情境下，实际采纳种养结合模式的养

殖户假设其未采纳种养结合模式预期收入如下：

E [ yi0 |A i = 1 ]= θi0 x *
i1 + ρμ0 λi1 （19）

实际未采纳种养结合模式的养殖户假设其采

纳种养结合模式预期收入如下：

E [ yi1 |A i = 0 ]= θi1 x *
i0 + ρμ1 λi0 （20）

因此，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ATT = E [ yi1 |A i = 1 ]- E [ yi0 |A i = 1 ]=
( θi1 - θi0 ) x *

i1 +( ρμ1 - ρμ0 ) λi1 （21）
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ATU = E [ yi1 |A i = 0 ]- E [ yi0 |A i = 0 ]=
( θi1 - θi0 ) x *

i0 +( ρμ1 - ρμ0 ) λi0 （22）
2. 3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本文包含 3 个因变量，2 个虚拟变

量（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和 1 个连续变量（种养结

合程度）（图 2）。在问卷中，通过询问养殖户“您是

否愿意采用种养结合模式？是=1；否=0”来定义

采纳意愿。通过询问“您是否同时利用畜禽粪便作

肥料并实现饲料自给？是=1；否=0”来定义采纳

行为。种养结合程度采用等权重方法计算，该方法

强调种植业与养殖业的同等地位，通过询问“您饲

料自给的比例是多少？”和“您利用畜禽粪便作为肥

料的比例是多少？”来衡量。

核心解释变量包括经济预期和环境规制。经

济预期是养殖户采纳种养结合模式的内部驱动力，

具有主观差异性，养殖户根据该模式的经济可行性

和潜在回报决定是否采纳，参考 Trujillo-Barr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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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40］的研究，本研究使用表 2 中题项 EE1-EE4 的平

均值来定义经济预期。由于养殖户的资源禀赋（如

资金状况、知识水平、养殖经验、社会网络等）不同，

其对环境规制的响应也有所不同。借鉴 Lu 等［41］的

研究，从农户视角探讨环境规制对农户种养结合模

式采纳决策的影响，以更好地阐明环境规制在不同

农户采纳决策中的差异化作用。具体定义和赋值

见表 3。
排除性限制变量：根据计划行为理论，风险偏

好属于感知行为控制范畴，直接影响种养结合模式

采纳意愿 ，但不直接影响采纳决策。为了确保

Triple-Hurdle 模型的可识别性，本研究将风险偏好

作为的排除性限制变量。控制变量选自户主特征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风险偏好）、家庭特征（劳

动力、闲暇时间、社会网络和家庭财务状况）、生产

和经营特征（养殖经验、养猪模式、规模、是否为合

作社成员和耕地面积）。表 3 为变量的定义和赋值。

3　结果与分析

3. 1　经济预期、环境规制对养殖户种养结合采纳

决策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构建 Triple-Hurdle 模型来分析经

济预期与环境规制对养殖户种养结合模式采纳决

策 的 影 响 。 首 先 建 立 不 含 交 互 项 的 基 准 模 型

（表 4），随后引入经济预期与三类环境规制的交互

项构建表 4 的模型 2，以深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

在正式回归分析前，对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

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
低于 10 临界值（最大值为 1. 47，平均值为 1. 21），表
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风险偏好

表 2　经济预期的定义与赋值

Table 2　Definitions and assignments of economic expectations

题项

Item

EE1

EE2

EE3

EE4

定义

Definition

种养结合模式改善了农产品的质量，提

高了农产品的价格

种 养 结 合 模 式 降 低 了 化 肥 与 饲 料 外 购

成本

种养结合模式增加土壤肥力，提高农业

产出

种养结合模式增加农户收入

变量赋值

Variable assignment

完全不赞同=1；不太赞同=2；一般=3；
比较赞同=4；完全赞同=5

均值

Mean

3. 035

2. 277

1. 821

1. 973

标准差

SD

1. 239

0. 929

0. 744

0. 805

图 2　Triple-Hurdle 模型中采纳决策的样本分布

Fig. 2　Sample distribution of the Triple-Hurdle model for adoption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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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适合作为排除性限制变

量。为检验样本选择偏误的可能性，在 Probit 回归

中计算了逆米尔斯比率（IMR），并将其作为控制变

量纳入方程（6）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IMR 的回归

系数为 0. 587（P=0. 131）①，未拒绝原假设，说明不

存在样本选择性偏误。同时，Probit 回归的 LR 卡方

检验和 Double Hurdle 模型的 Wald 卡方检验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证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良好。

由表 4 模型 1 可知，经济预期显著提高了养殖户

的“种养结合采纳意愿”和“种养结合程度”，但对“种

养结合采纳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估计系数表明，养

殖户的经济预期水平每提升 1个单位，其采纳意愿的

相对概率增加约 0. 587个单位，种养结合的程度将深

化约 0. 593个单位。结果表明，良好的经济前景判断

是养殖户考虑并深度实践该模式的原因。然而，从“意

愿”到“行为”的断层说明，存在诸如初始投资门槛、技

①在检验是否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时，IMR 不显著，因此，这里仅说明 IMR 的检验结果，未报告整体回归结果。

表 3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3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Variable

采纳意愿  Adoption willingness

采纳行为 Adoption behavior

种养结合程度

Crop-livestock integration’ integration degree
经济预期（EE） Economic expectations

引导型环境规制（GER）

Guid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激励型环境规制（IER）

Incen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约束型环境规制（CER）

Constrain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风险偏好类型  Risk preference
养殖经验  Breeding experience

家庭经济状况 Family’s financial situation

闲暇时间  Leisure time

劳动力数量  Laborers

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

饲养模式  Pig- raising patterns
合作社成员  Cooperative membership
养殖规模  Production scale
耕地面积  Arable land
农业收入  Agricultural income

定义与赋值

Definition and assignment

您愿意采纳种养结合模式吗？是=1；否=0
您是否同时利用畜禽粪便作为肥料并实现饲料自

给？是=1；否=0
种 养 结 合 程 度 = 0. 5*（畜 禽 粪 便 用 作 肥 料 比 例）

+0. 5*（饲料自给比例）

EE1-EE4 的均值

您 认 为 有 关 种 养 结 合 模 式 的 宣 传 频 率 如 何 ？ 从

未 =1；不太频繁 =2；一般 =3；比较频繁 =4；非常

频繁=5
您 接 受 到 的 政 府 有 关 种 养 结 合 模 式 补 贴 是 多

少？（元）

当地政府要求对畜禽污染排放与农作物残茬等进

行绿色处理；完全不赞同=1；不太赞同=2；一般=
3；比较赞同=4；完全赞同=5
户主性别：女=0；男=1
户主年龄

户主受教育年限

风险厌恶=1； 风险中立=2； 风险偏好=3
从事生猪养殖年限

对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非常低=1；相对较低=2；
一般=3；相对较高=4；非常高=5
您 是 否 有 充 足 的 闲 暇 时 间 ？ 非 常 少 =1；相 对 较

少=2；一般=3；相对较多=4；非常多=5
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

和当地村民的互动频次；从未=1；不太频繁=2；
一般=3；经常=4；非常频繁=5
母猪场=1；仔猪场=2；育肥场=3
是=1；否=0
2021 年年末生猪出栏量，头

hm2

种植业与养殖业年收入（取对数）

均值

Mean

0. 905

0. 408

0. 236

2. 277

3. 132

315. 19

3. 29

0. 899
50. 848
9. 231
2. 158
8. 526

3. 304

3. 358

3. 18

3. 025

1. 82
0. 424

573. 149
0. 411
4. 087

标准差

SD

0. 294

0. 492

0. 316

0. 916

0. 881

88. 07

1. 317

0. 302
10. 195
3. 078
0. 898

12. 819

1. 626

1. 446

1. 298

1. 267

0. 93
0. 495

1426. 4
0. 554
1.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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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复杂性或市场不确定性等现实约束。

表 4 模型 1 显示，引导型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

养殖户的“种养结合采纳意愿”和“种养结合程度”。

通过组织经验交流会、示范农场观摩，有效传达了

种养结合模式的潜在利益，缓解了养殖户的转型顾

虑，坚定了其采纳信心；其次，对种养结合模式的全

方位的管理技术培训降低了养殖户的信息搜寻成

本和技术采纳门槛。表 4 模型 2 中，引导型环境规

制负向调节经济预期对养殖户采纳意愿的积极影

响，可能是由于当养殖户对种养结合模式的易用性

存疑时，这些新增成本会显著抬高其感知的综合决

策成本，从而降低其采纳意愿。

表 4 模型 1 显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

“种养结合采纳行为”与“种养结合程度”。相较于

专业化的种植与养殖，种养结合模式需要额外的生

产要素投入，使养殖户处于成本劣势，而政府补贴

补偿了这部分新增成本，激励了养殖户的采纳行为

并提高结合程度。然而，表 4 模型 2 中经济预期与

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种养结合程度”产生

了消极影响。这表明，激励型环境规制可能对养殖

户基于经济预期的内在动机产生“挤出效应”，使其

采纳行为从关注长期价值转向追求短期补贴。

在表 4 模型 1 中，约束型规制提升养殖户的“种

养结合程度”。当政府发布规制以限制作物系统中

表 4　经济预期、环境规制对种养结合采纳决策影响

Table 4　The impact of economic expect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crop-livestock integration adoption decisions

变量

Variable

EE

IER

GER

CER

EE*IER

EE*GER

EE*CER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常数项 Constant

Log likelihood
Wald chi2
LR chi2

模型 1
Model 1

采纳意愿

Adoption 
willingness

0. 587**
（0. 227）
−0. 002
（0. 002）

0. 092
（0. 147）

0. 168
（0. 125）

—

—

—

—

—

—

已控制

−7. 776***

（2. 092）
−46. 582

—

105. 17***

采纳行为

Adoption 
behavior

0. 236
（0. 150）

0. 010***
（0. 002）

1. 151***
（0. 172）

0. 027
（0. 106）

—

—

—

—

—

—

已控制

−13. 762***

（1. 757）
−185. 053

485. 216***
—

种养结合程度

Crop-livestock 
integration degree

0. 593***
（0. 057）

0. 004***
（0. 001）

0. 225**
（0. 085）

0. 238***
（0. 048）

—

—

—

—

—

—

已控制

−2. 181**

（0. 779）

—

模型  2
Model 2

采纳意愿

Adoption 
willingness

0. 940***
（0. 282）
−0. 003
（0. 003）
−0. 341
（0. 208）

0. 297*

（0. 151）
0. 000

（0. 004）
−0. 807***
（0. 226）

0. 321
（0. 187）

已控制

−7. 290***

（2. 180）
−38. 517318

121. 30***

采纳行为

Adoption 
behavior

0. 285
（0. 245）
0. 011***
（0. 002）
1. 145***
（0. 189）

0. 015
（0. 110）

0. 002
（0. 003）

0. 010
（0. 259）
0. 398***
（0. 119）

已控制

−14. 265*
**

（1. 952）
−165. 275
497. 031***

—

种养结合程度

Crop-livestock 
integration degree

0. 596***
（0. 100）

0. 007***
（0. 001）

0. 156
（0. 086）

0. 116*
（0. 049）
−0. 002**
（0. 001）

0. 086
（0. 096）

0. 201***
（0. 041）

已控制

−2. 507**

（0. 865）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系数的标准误。下同。

Note： *， **， and *** indicate significance at the 10%， 5% and 1% levels， respectively.  Standard errors are in parentheses.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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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和化肥的过量使用或制定严格的粪便排放标

准以保护环境时，养殖户面临处罚带来的损失和风

险成本，激励其绿色生产实践。表 4 模型 2 中其与

经济预期的交互项对“种养结合采纳行为”和“种养

结合程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规制措施

与经济预期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揭示了惩罚

机制构成的“推力”与预期收益产生的“拉力”共同

作用，协同强化了养殖户的采纳实践。

控制变量方面，采纳意愿阶段，饲养模式、闲暇时

间、社会网络、劳动力数量和养殖经验促进了养殖户

的种养结合采纳意愿，但与养殖户的家庭经济状况呈

负相关。相较于母猪场与仔猪场，育肥猪场因更接近

消费市场，对产品声誉与市场预期更为敏感，因而表

现出更强的采纳意愿。考虑到种养结合模式是劳动

密集型，充足的闲暇时间和劳动力促进了养殖户的采

纳意愿。丰富的养殖经验有助于降低其对种养结合

模式风险的评估，从而提升采纳意愿。发达的社会网

络能有效降低信息搜寻与技术获取成本，对采纳意愿

有积极影响。家庭经济状况与采纳意愿呈负相关，表

明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养殖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度

较低，其转型动机也相应减弱。

采纳行为阶段，合作社成员身份、饲养模式和

社会网络对养殖户种养结合采纳行为有积极影响。

合作社为成员提供技术指导，便利的信息分享与沟

通渠道降低了采纳种养结合模式的门槛。种养结

合模式降低生猪养殖的饲料外购成本和潜在污染

输入，使得育肥场养殖户倾向于采纳种养结合模

式。社会网络通过降低与种养结合模式相关的技

术风险促进了养殖户采纳行为。在结合程度阶段，

养殖规模和合作社成员身份消极影响种养结合程

度。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提高种养结合程度的成

本也随之增加，在推广种养结合模式时寻求适度规

模至关重要。合作社成员身份对种养结合程度的

消极影响可能归因于非洲猪瘟疫情后，合作社要求

成员减少自制饲料而选择购买浓缩饲料以减少疫

病传播，从而降低了种养结合程度［42］。

3. 2　稳健性检验

表 5 中 模 型 替 换（模 型 3）和 添 加 控 制 变 量

表 5　稳健性检验

Table 5　Robustness tests

变量

Variable

EE

IER

GER

CER

耕地面积

Arable land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常数项 Constant

Log ikelihood
Wald chi2
LR chi2

模型  3
Model 3

采纳意愿

Adoption 
willingness

1. 165*
（0. 453）
−0. 003
（0. 004）

0. 140
（0. 266）

0. 286
（0. 231）

—

已控制

−14. 295***
（3. 886）

−46. 521
—

105. 29

采纳行为

Adoption 
behavior

0. 245
（0. 152）

0. 010***
（0. 002）

1. 145***
（0. 173）

0. 024
（0. 106）

—

已控制

−13. 889***
（1. 784）

−184. 915
485. 576***

—

种养结合程度

Crop-livestock 
integration degree

0. 592***
（0. 057）

0. 004***
（0. 001）

0. 224**
（0. 085）

0. 238***
（0. 048）

—

已控制

−2. 076*
（0. 831）

模型  4
Model 4

采纳意愿

Adoption 
willingness

0. 586*
（0. 228）
−0. 002
（0. 002）

0. 091
（0. 147）

0. 169
（0. 125）

0. 001
（0. 021）

已控制

−7. 779***
（2. 093）

−46. 579
—

105. 17***

采纳行为

Adoption 
behavior

0. 260
（0. 153）

0. 010***
（0. 002）

1. 146***
（0. 173）

0. 024
（0. 107）

−0. 014
（0. 015）

已控制

−13. 986***
（1. 814）

−179. 487
531. 072***

—

种养结合程度

Crop-livestock 
integration degree

0. 550***
（0. 056）

0. 004***
（0. 001）

0. 216**
（0. 081）

0. 254***
（0. 046）

0. 020**
（0. 006）

已控制

−2. 108**
（0.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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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4）用于检验表 4 模型 1 中基准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由于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都是二值变量，

Logit和 Probit模型较为适合。种养结合程度是 0 到

1 之间的连续变量，最广泛使用的是 Tobit 模型。据

此 ，本 文 分 别 用 Logit、Probit 和 Tobit 模 型 替 换

Triple-Hurdle 模型。其次，养殖户的种养结合采纳

决策可能因其耕地面积大小而异，本研究添加了

“耕地面积”作为控制变量。变量的显著性和方向

与表 4 中模型 1 回归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研究结

果的稳健性。

3. 3　异质性分析

闲暇时间是影响种养结合采纳决策的重要因

素。表 6 中根据养殖户闲暇时间均值将样本分为闲

暇时间充足组和闲暇时间不足组，分析经济预期、

环境规制对养殖户种养结合采纳决策的闲暇时间

异质性。通过对比表 6 中模型 5 和模型 6 的回归结

果，发现经济预期和环境规制对闲暇时间充足组养

殖户的采纳决策具有更显著的影响。

3. 4　种养结合模式的收入效应

表 7展示了养殖户对种养结合模式采纳决策模型

与收入效应模型的联立估计结果。内生转换回归模

型的似然比卡方统计量为 12. 37，对应的P值为 0. 001，
这表明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可以拒绝决策方程和

收入方程相互独立的原假设，即养殖户对种养结合模

式的采纳决策并非随机过程，存在选择性偏误和内生

性，内生转换回归模型是合理的，可以纠正选择性偏

误和内生性问题。

基于 ESRM，反事实估计下种养结合采纳行为

对养殖户收入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如表 8 所

示。无论是种养结合模式的采纳养殖户还是未采

纳养殖户，均面临 2 个选择：采纳或不采纳。表 8 显

示，采纳养殖户与未采纳养殖户的平均处理效应

（ATT）和（ATU）分别为 0. 067 和 0. 087，差异性 t

检验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采纳种养结合模

式能显著增加养殖户收入。从变化率来看，在反事

实情境下，对于实际采纳种养结合模式的养殖户，

假设其未采纳种养结合模式 ，收入水平将下降

4. 5%；对于实际未采纳种养结合模式的养殖户，假

设其采纳种养结合模式，收入水平将提高 6. 8%。

由此进一步说明采纳种养结合模式可显著提升农

表 6　闲暇时间的异质性分析

Table 6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leisure time

变量

Variable

EE

IER

GER

CER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常数项

Constant

Logl ikelihood
Wald chi2
LRchi2

模型  5（闲暇时间充足组）

Model 5 （Sufficient leisure time）

采纳意愿

Adoption 
willingness

0. 262
（0. 367）

0
（0. 004）

0. 484
（0. 284）

0. 365
（0. 217）

已控制

−11. 115**
（3. 916）

−19. 836
—

70. 15***

采纳行为

Adoption 
behavior

0. 033
（0. 306）

0. 011**
（0. 005）

2. 311***
（0. 568）
−0. 354
（0. 259）

已控制

20. 118***
（4. 907）

−69. 601
370. 085***

—

种养结合程度

Crop-livestock 
integration degree

0. 598***
（0. 068）

0. 005***
（0. 001）

0. 240**
（0. 109）

0. 258***
（0. 063）

已控制

−4. 307***
（0. 966）

模型 6 （闲暇时间不足组）

Model 6 （Insufficient leisure time）

采纳意愿

Adoption 
willingness

0. 783
（0. 494）
−0. 004
（0. 005）

0. 094
（0. 285）

0. 12
（0. 259）

已控制

−7. 580
（6. 932）

−15. 321
—

55. 67***

采纳行为

Adoption 
behavior

0. 435
（0. 295）

0. 016***
（0. 004）

0. 955***
（0. 256）

0. 263
（0. 195）

已控制

12. 659***
（3. 473）

−89. 273
226. 336***

—

种养结合程度

Crop-livestock 
integration degree

0. 695***
（0. 110）

0. 004
（0. 003）

0. 233
（0. 134）

0. 203**
（0. 076）

已控制

−1. 265
（1.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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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ESRM 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7　ESRM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变量  Variable

EE

IER

GER

CER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常数项

Constant

/lns1

/r1

/lns0

/r0

Sigma0

Sigma1

Rho0

Rho1

LR
Log likelihood

模型 7 Model 7

决策方程  
Decision model

0. 277**

（0. 138）
0. 009***

（0. 002）
0. 951***

（0. 165）
0. 067

（0. 101）

已控制

−12. 349***
（1. 683）

—

—

—

—

0. 377***
（0. 021）

0. 282***
（0. 019）

0. 539**
（0. 229）

0. 624***
（0. 143）
12. 37***

−156. 579***

模型 8 Model 8

收入效应方程  Income effect model

采纳养殖户  Adopters

—

—

—

—

已控制

1. 175***
（0. 339）

−1. 267***
（0. 06）
0. 731**

（0. 234）
—

—

—

—

—

—

—

—

未采纳养殖户  Non-adopters

—

—

—

—

已控制

1. 382***
（0. 295）

—

—

−0. 976***
（0. 056）

0. 603*
（0. 324）

—

—

—

—

—

—

表 8　种养结合采纳决策对预期收入影响

Table 8　Impact of crop-livestock integration adoption decision on expected income

分组

Group

采纳养殖户

Adopters

未采纳养殖户

Non-adopters

N

129

187

采纳决策 Adoption decision

采纳  
Adoption

（i）1. 498

（iii）1. 374

未采纳  
Non-adoption

（ii）1. 431

（iv）1. 287

处理效应  Treatment effects

ATT

0. 067***

—

ATU

—

0. 087***

变化率/%
Rate of change

4. 5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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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即为正向收入效应，且对于未采纳养殖户

在采纳后的收入效应更明显。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陕西省 316 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

据，综合运用 Triple-Hurdle 模型与内生转换回归模

型，系统考察了经济预期、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对

养殖户种养结合采纳决策的影响，并评估了种养结

合模式的收入效应。研究结论如下：1）90. 5% 的养

殖户愿意采纳种养结合，但其采纳率仅为 40. 8%，

种养结合模式平均采纳程度仅为 0. 236。2）经济预

期显著促进养殖户的采纳意愿和采纳程度，而激励

型与引导型环境规制会产生“挤出效应”，削弱经济

预期对种养结合采纳决策的积极作用；约束型规制

强化了经济预期对养殖户种养结合模式的采纳程

度。3）种养结合采纳各阶段的影响因素具有异质

性，采纳意愿受闲暇与否、养殖场类型、家庭收入状

况、养殖经验及社会网络影响；采纳行为与合作社

成员身份、养殖经验和强社会网络正相关；采纳程

度则与中小规模及非合作社成员显著关联。4）内
生转换回归模型的反事实估计证实，种养结合模式

对养殖户收入存在显著的提升作用。据此，本研究

提出 3 点政策建议：

1）稳定养殖户收益预期，激发内生动力。完善

绿色产品认证与溢价机制，探索建立区域性粪肥/
秸秆交易平台，将种养结合的生态产品（有机肥、沼

气等）直接转化为经济收益。

2）优化环境规制政策组合，促进种养结合模式

采纳。协同运用约束与激励型政策，强化其对种养

结合模式的正向引导。推动约束标准与技术支持、

市场激励措施配套落地，同时优化补贴方式，更多

采用后补助、以奖代补等形式，提升政策效率。

3）聚焦采纳阶段差异，实施精准推广。需因

“段”施策，通过社会化服务降低劳动门槛以激发采

纳意愿，依托合作社强化技术推广与扩散促进采纳

行为，为中小规模户设计种养适度模式以提升技术

与生产条件的匹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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